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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教学领域，循证实践广受关注，然其如何真正服务于教学仍存诸

多争议。本文立足比斯塔的视角，强调教师作为循证实践者的能动性，构建了一

种以教师信念为主线的循证教学实践模式。该模式通过理论性证据深化对教学目

标的理解，借助经验性证据制定教学策略，以促成具体的教学行动。它试图超越

对外部证据的机械依赖，避免将循证教学窄化为技术性操作，促使教师深化对教

学本质的理解，推动“所欲求的”（desired）向“值得向往的”（desirable）转

化。在此视域中，证据不再是规训性的工具，而是教师探寻主体性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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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教学工作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关

键任务。近年来，循证教学在我国教育领域广受关注，意在回应教学实践中根深

蒂固的“教育经验主义”倾向——教师因对经验的天然亲近，往往依赖局部实践，

忽视理论与实证证据的价值。[1]为扭转此趋势，关于循证视域下听评课[2]、课例

研究[3]和教研活动[4]的探索不断涌现，推动了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循证化转向。

有观点认为，全球正迈入“证据时代”，研究证据在教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5]与此同时，批评亦不断出现，聚焦于证据难以涵盖教育情境的复杂性。但此类

批判多聚焦于“证”的性质与使用方式，忽略了教师作为行动者在“循”证过程

中的能动作用。针对这一局限，本文借助比斯塔（Gert Biesta）关于教师能动性

的理论视角，主张从行动者立场重构循证教学逻辑，凸显教师的主体性与专业判

断。结合笔者在小学语文《彩虹》课例中的探索，进一步提出一个以教师信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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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的循证教学实践框架，期望为循证教学的本土化实施与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启

示与实践参考。

一、循证实践批判中行动者能动性的缺位

纵观全球，许多国家已将循证纳入教育政策之中，通过制度化、系统化举措

进行了广泛的推广，并被证实有效提升了教育质量。[6][7]尽管如此，循证实践仍

面临广泛争议，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证据生成方法的严谨性并不等同于其可靠性。诸如随机对照实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等方法所产生的“硬证据”近年来快速增长，

[8]并被越来越多纳入教育政策与指导体系中。尽管强调方法的科学性，此类研究

在制度与技术层面仍存在局限。一方面，不同资源库对同一干预项目的评价标准

（如可重复性）不一致，导致有效性判断分歧；[9]另一方面，样本流失与参与者

的主动行为可能削弱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威胁研究效度。[10]此外，科学并

非仅依赖实验方法。正如科文贝克（T. Kvernbekk）所言：“证据是一种能够反

映信念、理论和主张的真理—价值的东西，而随机对照实验只是获取证据的方式

之一。”[11]（P528）过度倚重实验方法，可能忽略其他类型的、有实践意义的证

据形态。

第二，证据被证实的有效性并不等同于其应用的可行性。当前教育研究多关

注“什么有效”，强调广泛适用性，却常忽视证据在具体情境中“如何起作用”。

例如，虽能说明干预成效，却难以揭示为何有效的复杂机制，[12]尤其是干预与背

景变量（如性别、族群、学校类型等）之间的复杂互动，使得教师可能简单模仿

干预措施，却未必真正理解其原理及适用条件[13]。在比斯塔看来，这种削弱复杂

性的证据形式，在教育这一开放系统中难以保障效能——“干预措施并非以机械

或决定论的方式产生效果，而是通过结构上（而非操作上）开放的过程，使干预

与效果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且最多是概率性的”[14]（P497）。在比斯塔富

有洞见的引领下，国内外学者从教育过程的价值性、复杂性和情境性等角度，进

一步分析了研究证据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15][16][17]

第三，循证教育政策话语中证据的主导地位可能导致教师专业性的削弱。

“证据”一词赋予政策以科学、理性色彩，并凭借其通俗易懂的特点，轻松轻易

嵌入政策话语中，[18]塑造出一种“理性化迷思”。[5]有学者指出，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及部分国家所推动的循证计划，本质上是在不断构建一个权威

的真理体系，使得教师即便心存疑虑却仍会忠实于循证实践，因为拒绝循证实践

可能会使他们被贴上不专业或非理性的标签。[19]如此一来，教师的专业判断被相

对边缘化，教育实践被外部设定的“优质实践”标准所规训，致使教师工作面临

去专业化的风险。[20][2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批评虽有其合理性，但集中于对“证”的问题化——无

论是证据本身的局限、应用的障碍，还是其话语支配性。究其本质，这些批评一

定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认识所致：研究生成的知识具有泛化、抽象且与个人经验

无关的特性。因此，“循”与“证”在理解上被人为拆分：“证”被视为外在的、

客观的客观真理存在，而“循”则沦为对既定证据的服从。这种唯证据论倾向将

证据奉为唯一指引，[16]限制了教育工作者依靠经验和感觉做出价值判断的机会。

[15]

然而，这一大前提一定成立吗？实际上，部分学者已有研究指出，循证教学

并不排斥教师经验，反而强调其与教学证据的有机结合，[23]而证据的“有效性”

本身即包含价值判断。[24]研究也已证实，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并非被动接受者，

而是与证据展开互动，使之在具体情境中具备鲜活的教学意义。教师可能会将这

些普遍性论断与其自身、学生和教育实践联系起来，[25]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对证据

的拒斥。有学者指出，面对教育循证体制的要求，教师对自身教学的评估和改进

是一个福柯所说的“事件化”（eventualization）过程——相比严格遵循外部质量

标准，教师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学生需求，由此做出一些所谓不合规甚至抵抗行动，

这一过程本身即体现出教师的能动判断。[21]

无论是采纳证据，还是有意识地拒斥，教师在循证实践中从不是静默的对象，

而是能够在具体情境中塑造、判断并掌控自身教学的能动行动者。[26]因此，我们

有必要跳出证据和经验的对立框架，重新审视循证教育批判的逻辑根源。本文主

张，应将“循”与“证”加以内在整合，回到教师作为实践行动者的视角，重构

一种植根教学现实、强调教师能动性的循证实践路径。



二、能动性视角下的循证教学实践

（一）能动性作为循证教学实践的基石

在能动性视角下，循证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行动。“循”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证据，教师必然要做出回应、判断与抉择。但关键不在于是否循证，而在于

如何循证。教师应根据自身的专业判断与课堂情境，决定证据的适用方式，而非

将其视作一套硬性规则，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有批评者认为，引入证据可能压

缩教学的灵活性、导致系统僵化，但这种约束是否必然是消极的？对此，比斯塔

提出了独特见解：

当我们减少教育系统的自由度时——开放性降低，解释空间缩

小，反身能动性减弱——其行为会变得更具可预测性，而这正

是我们在组织教育、促使其发生时所做的大量工作。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要“有效运作”所需的条件。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这种对教育“有效运作”的解释，并不依赖于那些不可

靠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而是提供了一

种细致明确的说明，解释了如何在教师和学生的工作之间建立

更加可预测和“稳定”的关系。[27]（P272）

可见，循证教学实践的价值在于，教师通过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借助证据的

启示，深刻理解并主动塑造教学实践的意义。缺乏原则性指导的课堂教学容易失

去方向，而适度的证据约束则能为教学目标赋予清晰方向。正如比斯塔所说，“教

育专业人员的职责不在于将普遍规则转化为特定的行动路线，而在于善用研究成

果使问题解决变得更具智慧。这不仅仅意味着对教育方法和技术的深思与判断；

同时，更意味着对教育目标本身的深思与判断”[28]（P47）。他进一步强调，教

育的目的并非在技术层面上产生某种具体结果，而是为了达到教育上理想的状态。

当教师不再止步于“如何做”，而是深入思考“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便可能洞

见证据所承载的价值与目标，而这正是狭义循证观所常忽视的层面。可见，循证

实践的核心不是简单执行证据所建议的操作，而是“发展做教育判断时的一种高

超技巧（virtuosity）”[29]（P137）。

沿着比斯塔的思路，我们或可重新定义他所批判的“循证实践”——将其视

为“循”（主体的能动性）与“证”（行动对象）之间的动态过程。教师虽有一



定的自由度，但能否从教育目标的角度审视和理解证据，并使证据的约束转化为

有益的实践指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能动性。

（二）能动性在个人信念引领下的展开

在比斯塔看来，教师的能动性体现在其对教育实践的“投入”（engagement）

质量。他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试图在强调效率与问责的专业话语中，为教师重

新思考教育的目的与价值提供支点。在此框架下，信念被视为能动性的核心：它

不仅引导教师从过去的经验中反思、学习，也塑造着其对未来的期望与愿景。信

念贯通过去与未来，为价值判断提供依据，使教师得以在复杂情境中作出符合自

身立场的教育选择[30]。

比斯塔对信念的强调与巴斯卡（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不谋而合，而后者

为比斯塔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理论注脚[31]。巴斯卡认为，信念是驱动人们有意

行动的理由（reasons）。他指出：“对任何特定行动的解释，都在于或取决于对

生成矩阵（generative matrix）的重构，即在当时情境下促成该行为的有效信念网

络的重构。”[32]（P105）简言之，信念作为行动的生成条件，不仅激发我们改

变现实的动力，也使得行动产生实际的因果效果。通过对信念的持续觉察与调节，

个体不断塑造自身的行动倾向，以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不过，巴斯

卡强调，“信念可能是无意识的、隐含的或默会的”。[32]（P134）它们虽未必

被清晰地意识到，但在背后“合理化”了我们的行动，使之显得顺理成章，而非

突兀或随意的。同时，信念作为开放系统中的涌现属性，其生成机制并非仅由个

人心理决定，还受到社会学、生理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种复杂性和不可

预测性，“部分解释了理由概念中系统性的模糊”。[32]（PP. 104–105）批判实在

论由此对循证实践中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倾向提出有力挑战，主张超越

机械的因果逻辑与普遍性规律，强调对教师信念独特性的承认，引导教师追问“想

做什么”与“为什么这样做”，以此释放教学更多的可能性。[31][33]

更进一步，我们应关注的是：教师的信念是否真正指向教育目标，而不仅仅

是对证据的态度。有西方学者指出，当前的研究证据往往以隐性方式对教师产生

系统性影响：它可能作为“专业资本”的象征，促使教师通过“购买”来彰显专

业性；或通过政策话语对教师实践加以合法性调控；或通过集体教研、培训等方

式将特定做法规范化。[34]这种环境下，教师往往停留在“相信或不相信”证据的



层面。已有研究发现，不少教师对研究证据持怀疑态度，或仅表层上接受，因为

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优质教学源自经验而非研究。[35][36][37]然而，这里的信念并非

指向教学目标的信念，而是关于教学实践有效性“来源”的信念。用比斯塔的话

说，我们应该怀有的“教育性关切在于把所欲求的（desired）转化为值得向往的

（desirable）”。[29]（P3）换言之，教师需要超越对有效性的简单追求，回到“学

生成长意味着什么”的基本问题，进而明确值得向往的教育目标。

以信念为核心的能动性视角，重塑了循证教学的理解路径。其关键在于：教

师能否在证据的启发下，批判性地反思、权衡并澄清自己对教学目标的信念，并

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这样，教师不再只是简单地照搬研究提供的行动建议，而

是能主动地将证据转化为有意义的教学资源，实现“证据为我所用”。循证也因

此得以摆脱新管理主义框架中对教师的知识外部化与技术化要求，重新回归对教

师道德承诺与专业判断的尊重与培育，为教师的意义建构和参与教育变革创造更

大的空间。[38]

三、循证教学的实践模式建构

基于前述能动性取向的循证理念，我们尝试构建一个循证教学的实践模式，

将比斯塔以信念为核心的能动性概念具体化于教师教学实践中。简言之，循证教

学是教师在与证据的批判性对话中，不断澄清、深化并调整其对教学目标的信

念，并通过行动的塑造以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据的价值体现

在其“实用属性”，即能为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撑，而不必严格依赖特定生产方式

（如随机对照实验）。这种理解避免了量化数据文化的象征性偏见，[39]强调证据

的充分性与适当性，并承认多种形式的证据在教师规范性实践中的作用与价值。

[17]我们据此提出如图 1所示的循证教学实践模式，并结合笔者参与小学一年级语

文《彩虹》（2017年部编版）课例设计的初步探索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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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循证教学的实践模式

（一）个人信念的驱动：对教学目标的追问

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学目标日益走向综合与整合，意在克服传统目标设计

中的割裂与知识碎片化问题。素养导向的目标强调学生的整体发展，涵盖知识、

能力、情感态度与社会适应力，突出情境化学习与全人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在真

实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胜任力。[40]然而，这也给教师带来了挑战——这些

素养的实质是什么往往并不明确。素养并非空泛的概念，而是学生身心各方面切

切实实的存在。然而，教师们往往很少深入探讨这一点，而是习惯性地笼统使用

“素养”的相关概念，却未能充分理解其具体内涵和实际机制。

以《彩虹》一课为例，这篇由韦其麟创作的儿童短文讲述小女孩在雨后见到

彩虹时，为家人许下美好愿望的故事，展现了她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与童真的幻想。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彩虹》被归入“文学阅读与

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教学目标在于通过联想与想象，感受文学语言的魅力，

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审美思考。其中，“想象”既是文本的核心文学要素，也

是教学设计的关键抓手。

然而，“想象”这一概念在实践中常被片面化甚至误解。按照伊根（K. Egan）

的说法，“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将想象力仅仅视为‘产生图像的能力’——即将图

像理解为可视化的内容，或‘在头脑中看到’的行为”。[41]（PP. 3–4）想象力的

核心在于在头脑中重新构建或模拟现实与非现实情境的能力，这使它成为推理与

创造可能性的关键工具。但在现实中，教师对“想象”的理解常常停留在朴素的

经验层面，对其内涵和发展机制缺乏科学的认识。这种情况下，循证教学往往发



端于技术性关切，依赖于一些推荐的教学方法来实现较为笼统的教学目标，而很

少探讨想象力发展的本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斯塔所说“中断”

（interruption）的困难，即难以向自己“询问我们所欲求的东西是否是真正值得

向往的”。[42]（P16）

有基于此，循证教学的真正出发点应是一种对教学目标的深层信念，即对“想

象”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发展机制的清晰把握。在这种信念引领下，循证教

学方能超越对外部证据的还原性使用，转而以教师对教育目标本质的理解为出发

点，开展有意义的教学实践。

（二）目标深化与澄清：理论性证据的启发

当教师对教学目标抱有理解的意愿时，证据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操作指南，而

在于帮助他们深化对目标的理解，澄清其内涵与实质。然而，教师不可避免地需

要借助一套概念体系来表达和把握这些“实质”。已有研究表明，证据对教师最

根本的影响往往是概念性的（conceptual），即通过提供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

引导教师重新界定问题、增强对教学现象的敏感性，并重塑其理解实践的方式。

[34]从批判实在论的角度来看，现实并非一种可直接呈现的客观实体，而是通过概

念与理论的中介被建构为“可理解的”存在。我们并不是直接观察到现实，而是

触及一种不及物的现实，其可描述性和可理解性始终依赖于所运用的理论框架与

概念体系的赋形。[32]（PP. 19–23）丹纳马克（B. Danermark）等人进一步指出，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概念来谈论“存在着什么”，这使我们成为“概念的囚徒”，

也意味着我们的观察与表述总是理论负载的（theory-laden）。[43]（P30）

因此，要深化对教学目标的认识，需要以理论性证据为基础。理论无论是否

被教师所意识到，都在他们的思想和专业行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6]。而只有对理

论加以明晰，教师才能跳脱习惯的束缚，进入教学目标的原理层面的探索。科文

贝克认为，证据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够验证信念和理论是否成立。因此，理

论更上位地构筑了教育目标的“真理”（truth），决定了我们理解与界定这些目

标的方式，而不仅仅用于评估教学的有效性。所以，在她看来，教师循证教学的

本质是“循理论或假设”。[11]（P522）通过深入理解理论性证据，教师才能批判

性地审视、扩展、挑战并澄清已有的知识体系，识别目标核心概念所依托的现实

机制，并为后续不同类型证据的选择与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这种做法与“计划理论”（programme theory）有相通之处，即通过认识教

育行动过程中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来解释行动效果。然而，行动者需要以批判的眼

光筛选、判断和反思这些理论性证据，而非盲目接受——“与其将计划理论视为

理所当然，不如研究干预背后的机制，并在必要时对其修订”。[13]（P58）可见，

理论性证据的使用，不只是工具性的援引，更体现了循证实践的诠释性维度。它

促使教师思考“是什么”与“为什么”，并据此为教学决策提供规范性依据。[44]

以“想象”为例，维果茨基在《童年的想象与创造力》中指出，大脑不仅是

经验的存储器，更能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重组，构建新的行为倾向和适应

方式，这正是想象力的实质所在。[45]尽管这一观点提出已久，但近年来的认知神

经科学研究对其予以进一步印证。例如，“建构性情景模拟假说”（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Hypothesis）认为，想象未来事件的过程依赖于对过去记忆片

段的灵活重组。这一过程激活了大脑核心神经网络，包括内侧颞叶、前额叶皮层、

后扣带皮层和外侧顶叶等区域。这些脑区在回忆和想象中表现出显著的重叠，尤

其是想象更依赖海马体，在生成新情境和细节建构时作用尤为关键。[46][47]

此外，想象力的运作离不开动机的支持。维果茨基指出：“想象是创造的冲

动。”[45]（P42）创造需要通过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每个想象的产物都源

于现实，并试图完成一个完整循环，最终体现于现实中”。[45]（P41）将想象转

化为口语或书面表达，正是这一创造循环的重要环节。基于这一理解，他强调在

儿童语言尚不成熟的阶段，教学不应设置过高或脱离生活的表达要求，否则难以

激发想象与情感的生成。[45]

鉴于想象依赖于经验积累与情感驱动，维果茨基提出，应通过对儿童生活经

验与情境的组织，激发其创造愿望与能力。在写作教学中，他主张以情感为导向，

让儿童在构思故事的同时体验与表达内在情感，实现内容与情感的统一。[45]这一

思路也为国内语文教育学者所呼应——“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及对于生活经

历的观察是学生积累表象的来源。”[48]（P69）因此，语文课堂应引导学生细致

地观察和感受生活中的事件和细节，从中积聚激发想象力的资源。

关于“想象”的理解虽因学科立场而异，但无论采取何种理论路径，关键在

于通过理论性证据对其进行清晰界定与合理化解释。从比斯塔的视角来看，这一



过程的核心不在于简单执行那些“所欲求的”，而在于通过证据澄清真正“值得

向往的”是什么。[42]（P16）

（三）实践方案的生成：经验性证据的指导

在教学目标不断澄清的基础上，循证教学应秉持实用主义态度，灵活运用包

括范例在内的多种经验性证据，为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引。然而，在主

流证据等级体系中，证据的价值往往由其“生产属性”决定，即取决于研究方法

的严谨性与结论的普遍性。在“证据金字塔”中，元分析与随机对照实验被置于

塔尖，而质性研究、行动研究与范例则常被归为“低等级”证据。在部分国家的

教育政策中，这种以方法论严密性为标准的等级划分，实际压缩了教育实践的复

杂性，也贬低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证据形态。[39][49]事实上，证据越是位于金

字塔上层，其普遍性虽增强，却也越容易遮蔽教育实践的多样性与情境特质。[12]。

相较于强调证据“如何被生成”，能动性视角更关注证据“如何被使用”。

对教师而言，关键能力不在于复制所谓“有效做法”，而在于是否能够批判性地

解读证据，深入理解实践成败的根本原因，并识别其中潜藏的挑战与张力。在新

证据的启发下，教师亦可反思并修正自身的理论框架与先入之见。通过独立的分

析，或与同行、研究者的交流，行动者能够将证据转化为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方案，

并进一步探索其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的适应性与扩展性。[17]

在经验性证据中，范例（exemplars）虽在“证据等级”体系中被归为低位，

但这并不削弱其在教学判断中的独特价值[4]。科斯加德（Korsgaard）指出，范例

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确定性或揭示因果机制，而在于开启解释和判断的空间。它的

“可交流性”（communicability）使教师在阅读他人经验时产生移情与反思，由

此形成一种“共通感”（sensus communis）。这种共通感不是源于客观规律，而

是建立在教师之间对相似经验的主观共鸣之上，为复杂情境中的实践决策赋予主

观效度。[50]

以《彩虹》一课中的“想象”教学为例，教学设计可依托维果茨基关于想象

的理论，并引入相关实践经验作为证据支撑。例如，彭阳英在执教该课时，向学

生提问：“走到桥上去吧，请轻轻坐下，闭上眼睛，听着音乐，想象你就在彩虹

桥上。你想去彩虹桥上干什么呢？”[51]（P41）这一设计体现了维果茨基关于“经

验是想象之源”的观点，并通过感官引导营造了通往想象的入口。然而，该方案



虽激发了学生的创造，但未能进一步引导学生表达更深层的情感意图，如对亲情

的投射与回应，显示其在人文主题挖掘上的局限。

维果茨基强调，儿童的想象应通向现实。他指出，即便语言尚不成熟，儿童

的想象表达也应受到尊重与保护；相反，若教师以规范之名压制其语言个性，反

而可能妨碍其掌握语言这一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关键工具。同时，教师亦需警惕“创

造的痛苦”（the agonies of creation）——即当表达欲望与语言能力发生错位时，

应提供适切的支持与节奏，避免学生因挫败感而陷入停滞。[45]在这一理念基础上，

南希·金（Nancy King）结合其长期教学实践，提出“分层推进”的故事创作策

略，引导学生从自由表达过渡到语言结构的规范呈现。[52]这一路径既保护了学生

的表达冲动，也支持其将想象有效转化为可呈现的成果，体现出经验性证据在“想

象—表达—落实”链条中的实践支撑力。维果茨基的理论洞见与南希·金的教学

实践共同表明：儿童想象的有效转化依赖于安全的表达环境、合理的引导节奏与

适度的教师介入。经验性证据所能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介于普遍性与个体性之

间的“实践桥梁”——既指明方向，又不设唯一解。

综上所述，维果茨基关于想象的理论为教学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价值锚点，而

经验性证据，尤其是范例，则构成教师将目标转化为可行方案的资源库。在实际

教学中，笔者所提供的证据未被完全采纳，教师团队结合自身理解，选择了如“读

写海报”等不同策略。这也进一步表明，教学目标的实践化并非对理论或经验性

证据的简单执行，而是一个充满判断、选择与转化的动态过程。简言之，从比斯

塔的视角来看，教学目标的实现包含两个关键步骤：首先通过理论澄清“值得向

往的”本质，再借助经验性证据探索实现这些“所欲求的”目标的路径。

（四）证据的迭代扩展：实践与反思的循环

当教师在循证教学中开展教研或研究活动时，既是在使用既有证据，也是在

不断生成新的证据。近年来，课例研究被广泛视为教研的重要载体。通过深入剖

析具体课堂实例，教师不仅能够分析证据指导下预设教学思路的执行效果，还能

评估课堂中即兴教学的动态调整与应变成效。[53]这类分析不仅有助于检验证据在

实践中的适用性，也有助于拓展其应用边界，使循证教学更加贴合真实课堂的复

杂性。当我们重视证据的“实用属性”并承认案例型证据的价值时，教研本身便

成为教学可用证据的重要生成机制。



若教师将循证教学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则不仅是运用证据，也是在创造证据。

在此过程中，教师不再仅仅以技术性或工具性的方式进行研究，而是基于好奇、

疑惑与批判性反思，投入到对惯常实践的质疑与重构中。[26]这类研究的意义不仅

在于提升教学成效（尽管这一点始终重要），更在于教师从具体问题出发，通过

探究与反思推动教学改进，进而积累可共享的实践智慧。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过

程鼓励教师直面那些“不受欢迎的真相”——即专业探究中所暴露的不适甚至难

以接受的事实。[54]正是在面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教师逐步生成根植于情境的地

方性知识。借助教研与研究，循证教学不仅得以根据本地实际持续调整，同时积

累可在未来教学中展示、检验与传播的本土化证据，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实践改

进的良性循环。[36]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比斯塔能动性观点的指导下，建构了一个面向实践的循

证教学模型，旨在支持教师在真实教学情境中的判断与行动，而非囿于抽象概念

的争论。该模型强调教师作为循证教学的行动主体，在与证据的持续对话中，不

断深化、澄清并扩展自身的教学信念，明确“值得向往”的教育目标，并据此设

计通往“所欲求的”路径。根据比斯塔的观点，证据如同“教学的礼物”（gift of

teaching）——它向教师敞开可能，引发质疑，激活判断。接受这份礼物意味着

我们“不回避困难的问题和不便的真相，积极、持续地探索所欲求的和值得向往

的之间的差异，以寻找我们生活中的权威所在”。[29]（P57）权威不在外部证据

之中，而是在教师通过证据而开启的反思过程中逐步生成的。这一过程可能会“中

断”教师的先入之见，但也正是在这种有风险、非舒适的展开中，教师得以重新

审视并重塑自己的教育立场，逐步实现更深层次的主体化。

五、循证教学的未来展望

基于本研究提出的实践模型，循证教学的持续开展有赖于向教师提供作为

“教学的礼物”的证据。这意味着为教师开辟一个充满存在可能性的空间，使其

在其中探寻自身作为行动主体的意义。[42]尤其是在“教育经验主义”仍广泛存在

的背景下，[1]循证教学呼唤一个证据环境，使教师有机会质疑经验的支配地位，

重新审视其行动的核心依据。然而，这份“礼物”的接受无法通过制度化设计加

以安排，它只能在教师与证据真实互动的过程中，以顿悟的方式自然发生。[29]



（P53）因此，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在于：如何将该模型嵌入真实教学情境，拓展

教师与证据之间深度对话的空间，从而提升其接受“教学的礼物”的可能性。

从营造证据环境的角度出发，首先需要明确向教师呈现哪些理论性和经验性

证据。当前许多研究证据旨在满足预设的学习成效目标，技术性地聚焦于效率与

效果，而忽略了对教育意义的追问。这可能导致教学目标被证据背后的理论框架

左右，使教师难以深入理解目标的实质。[55]诸如语文教学理论“内卷化”[56]等

现象提醒我们，复杂且高度多样化的证据结构不仅加大了高质量证据的筛选难度，

也可能干扰教师的专业判断。研究表明，教师在证据来源辨识和质量评估方面能

力仍显不足。[35]因此，尽管教师教育者不应强制规定证据学习的路径，但有必要

设定一定范围，帮助教师聚焦于更相关的证据，避免迷失或误导。其次，需要增

强研究证据的可理解性。循证教学中的教师不适感，往往并非因信念受到挑战，

而是源于学术话语与实践话语之间的脱节。教师常感研究成果晦涩难解，与教学

现实脱钩。因此，有必要努力消解这一话语壁垒，通过比斯塔所谓的教育性转化

和“操作化”，[57]使研究成果得以转译为教师可感、可用、可重构的资源。正如

程介明所言：“应该有一种媒介，把学习科学可靠的最新发现，迅速消化成为一

线的教师可以理解的、可以应用的、用平民语言可以表达的原理。”[58]（P10）

从证据生产的角度看，教育研究者应更加注重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比斯

塔警示道：“研究进入教育领域，尤其是教学实践时，可能会使人偏离实践本身，

而不是帮助人们更接近实践。”[59]（P106）当前追求技术严谨性的研究方式（如

随机对照实验）倾向于通过构建可预测的“输入—输出”关系来实现结果的可控

性。然而，这种技术性思维下的教育结果更接近标准化产品，而非能够融入世界

的个体，这无疑侵蚀了教学的艺术性。因此，教育研究不应局限于对量化和指标

化的追求，还应致力于滋养教师对教育的理解和经验。[17]比斯塔进一步指出，教

育的本质关涉人类的存在问题，即“他们如何努力过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承

受后果，对一些机会说‘是’，对其他机会说‘不’”。[60]（P509）然而，个

体通向主体化理想自我的过程，并非循着清晰可控的路径展开，而常常借由偶发、

灵光一现的觉醒时刻实现。这种觉醒虽不可预设，却始终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守

护与回应。在这种观点下，在这一视角下，教师应当承担起“牧领技术人员”

（pastoral technicians）的角色，不仅在教学中履行技术职责，更通过对教育多重



功能的评估与判断，将教学转化为一份引导学生走向自我管理的“礼物”。[61]

然而，在当前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框架中，素养条目的不断扩张正逐步挤压

教师在“培养何种人”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专业判断空间，导致教育过程日益破碎、

工具化。[62]教育研究因而亟需在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交汇处，重新聚焦教育目标

的本质问题，协助教师厘清教育的意义边界与价值方向，使研究真正嵌入教学实

践，回到教师判断与学生成长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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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vidence-based practice has gained significant trac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yet its capacity to meaningfully inform teaching remains contested.

Adopting Gert Biesta’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oregrounds the agency of teachers as

evidence-engaged practitioners and proposes a belief-oriented model of

evidence-based teaching. This model draws on theoretical evidence to deepen

understandings of educational aims and employs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form

strategic pedagogical choices, thereby supporting situated instructional action. It seeks

to transcend technocratic dependencies on external evidence and resists reducing

evidence-based teaching to procedural compliance. Instead, it invites teachers into a

deeper engagement with the nature of teaching itself, enabling a shift from what is

merely desired to what is genuinely desirable. Within this horizon, evidence is no

longer a tool of regulation but a “gift” that reopens possibilities for teachers to reclaim

their profession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Evidence-based teaching; Biesta; teacher agency; teacher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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